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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 

——基于 STIRPAT 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 

刘健强 马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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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STIRPAT 模型,将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三者纳入同一系统进行分析。利用

2006—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 SD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碳排放的空间效应显著；从

全局效应看,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碳排放,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碳排放；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看,人口老龄化和产

业结构升级会分别促进和抑制本地碳排放,但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且在区域上存在差异性。通过中介效应

模型进一步检验证实,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因此,推动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有助于释放人口老龄化的“碳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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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2018 年，联合国 IPCC 发布报告：预计在 2030—2052年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会提高 1.5 摄氏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

也成为世界性难题，根据联合国人口与社会署公布的数据，2015 年全球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达到 91 个，且到 2050 年会进

一步恶化。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首要之责是工业生产消耗能源，次要之责是居民生活使用能源，对于前者，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的良策，对于后者人口素质提高和低碳技术的普及是良策。为减少碳排放，“十四五”规划把碳达峰、碳中和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将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为缓解老龄化加剧的人口结构问题，在“十

四五”规划中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2021年 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确定实施“三孩政策”。同时，“十四五”规划也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服务业繁荣

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碳排放约束趋紧的国情和背景下，厘清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排

放的机制机理对于加快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碳排放属于环境经济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徐斌等，2019）、技术进步（徐德义等，2020）、产业结构

调整（孙振清，2020）、城镇化（束克东和李影，2020）和能源结构（潘伟和胡程，2019）等方面的探讨。关于人口与碳排放关

系的研究，学者们多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 IPAT 理论和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 STIRPAT 理论，从人口规模（Anser et 

al.,2020）、人口结构（Wen et al.,2016）、消费模式（王悦等，2019）等视角对人口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文献大大

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人口与碳排放关系的认识，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学术界就人口年龄结构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大多是分析比较不同年龄人群与碳排放的关系，缺乏对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关系的专门研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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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分析模型，假设不同地区的碳排放不会相互影响。Daniel & Griffith(2013）指出，在环境污染的研究中若忽略空间相关

性则无法得到一致性的参数估计，所以，要构建更为准确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三是缺少将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

级与碳排放三者纳入同一分析系统的研究。以往研究只重视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

忽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此，本文对以上研究不足进行弥补和拓展。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和素质等，就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

消费方式、清洁能源和技术使用、产业结构升级等中间渠道对碳排放产生影响，其影响路径是复杂的，因而存在着不确定性。

具体来说，可能会受到这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以及人口素质水平等的调节。Wang Q.& Wang L.(2020）

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但从长期看，人口老龄化会减少碳排放。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

加快，老龄化将成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最主要特征，因此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渠道，都有减少碳排放

的可能。 

（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宏观上，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能源规模化使用和集约化利用；在微观上，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的创

新，从而在能源使用和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具体来说，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会降低重工业比重，提高服务业比重，这样的

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从生产上减少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并在消费上控制能源使用的快速增长，从而减少碳排放。其次，产业结

构升级会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深化劳动分工、延伸产业价值链、

推动生产技术创新等途径实现碳排放减少。最后，产业结构升级还会优化能源结构。一方面会减少对煤炭、石油等污染能源的

使用，增加对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激发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另一方面也会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能源消

费习惯，从而减少碳排放。 

（三）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老龄化虽会带来老年抚养负担上升、人口红利消失、储蓄率降低、劳动力供给减少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但人口老龄化也会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如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倒逼效应”。一方

面，人口老龄化会产生“刘易斯拐点效应”。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劳动力要素价格，企业面对劳动力成

本上升的压力，会更多地使用技术替代人工劳动，自动化水平提高，从而会扩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规模，倒逼产业结构从

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冯剑锋和陈卫民，2017）。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

还会产生“人力资本累积效应”（楚永生等，2017）。少子化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随着家庭生育数量的减少，人们会

减少储蓄，增加后代教育投资，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技术进步夯实了基础，技术进步会促使产业生产

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上述机理分析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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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机理分析图 

综上，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 1：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 

假说 2：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 

假说 3：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STIRPAT模型是解释人口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影响的典范，标准的 STIRPAT模型为： 

 

其中，P 是人口规模，A 是人均财富，T 是技术水平，e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

放的关系，将上述模型两边取对数并加入对碳排放有影响的扩展指标。参考以往文献，人均 GDP(PGDP）、外商直接投资（FDI）、

能源消耗（ENE）、人力资本（HC）和城镇化率（URBAN）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设计研究模型如下： 

 

模型（2）为碳排放研究的传统计量分析模型。然而，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因素，一是会随着自然气候条件变化

在地区间扩散；二是会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等方式在空间上传播，因而碳排放在空间上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效应（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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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9）；三是制度环境、区位条件、产业政策等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也会对地区碳排放产生影响并导致空间依赖性，如因

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引致的“你多排，我也多排”的类似行为（韩峰和谢锐，2017）。因此，本文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此外，碳排放还存在着时空锁定效应（杨小东等，2020），具有动态性，因此可以考虑碳排放的滞后一期项，构建更为准

确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 

采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偏估计的空间 SD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设计的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lnPcarbonit-1是碳排放的滞后一期；lnOLDit为人口老龄化，lnINSit为产业结构升级；X 为

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外商直接投资（FDI）、能源消耗（ENE）、人力资本（HC）和城镇化率（URBAN）；

ρ 为碳排放的空间溢出系数；α0，α1，α2，…α5为待估参数；W 为 n×n 阶空间矩阵；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θt为时间固定效

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空间矩阵构建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单位间的空间相关性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递减”，构建地理距离矩阵：  

此外，为排除采用单一空间矩阵所产生的偶然性，还设定了以下两种空间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 

1.社会经济属性也是产生空间相关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引力模型构建地理区位与经济联系相结合的经济地理矩阵：

 

2.公路运输距离也是地区之间产生空间相关性的另一值得考虑的因素，因此参考经济地理矩阵的做法，构建地理区位和运

输联系相结合的运输距离矩阵：  

其中，dij表示地区间的地理距离， 表示观测期内实际人均 GDP的均值， 表示观测期内单位公路里程平均货运量。 

（三）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碳排放量的估算 

借鉴 Duetal.(2012）的研究和 IPCC 制定的《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提供的估算方法，对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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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t为二氧化碳排放量；eit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 7种具有代表性的能源消耗量；ncvi

为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cefi为碳排放系数；cofi为碳氧化因子； 代表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比率。 

2.其他变量 

(1）人口老龄化（OLD）。参考赵春燕（2018）用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2）产业结构升级（INS）。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 

(3）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 GDP 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 GDP

的比重衡量；能源消耗（ENE），用人均电力消耗强度衡量；人力资本（HC），用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地区总人口之比衡量；城镇

化率（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3.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充分考虑数据时效性的前提下，鉴于所有变量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 2006—2018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

较多，故剔除）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排除货币因素的干扰，以 2006年为基期，用 CPI对人均 GDP进行平减。所用数据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经数据库。对部分极端数据予以剔除，部分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多重

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 VIF远小于 1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莫兰指数（Moran’sI）法引入地理距离、经济地理和运输距离矩阵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可以

看出，在 2006—2018 年间，各地区碳排放的全局 Moran’sI 值除 2016年不显著外，其余年份均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图 2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水平分布在一、三象限，显示了碳排放水平“高高”和“低低”的特点。2006年和 2018年，

位于一、三象限的地区分别占 66.67%和 80.00%，表明 2018年的碳排放空间集聚度明显强于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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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碳排放 Moran’sI散点图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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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检验显示，LMerr、RLMerr 值和 LMlag、RLMlag 值均无法拒绝空间 SEM 模型和空间 SLM 模型，故本文设计的空间 SDM 模

型是最优模型。考虑到时间和地区个体差异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将模型初步设定为双向固定动态空间 SDM 模型。似然比检

验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双向固定动态空间 SDM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基准回归进行结果解释和分析。为便

于对比，还引入了非空间效应下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 SLM 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比较列（1）和列（3）的系数回归值，

发现动态空间 SDM模型的各变量回归系数与非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系数在方向上相同，这直接验证了研究模型的稳健性。 

碳排放的空间相关系数ρ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碳排放的空间效应显著。碳排放滞后一期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前期滞留的温室气体会对后一期的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前期的超标碳排放，引起了政府更加严格的管制，

从而对企业后期的排放行为产生了约束，减少了后一期的碳排放，这也反映了我国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回归

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碳排放。基于前文的机理分析可知，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我国这一代

老龄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积蓄较少，人力资本投资意识较弱，不存在技术进步效应，甚至产生了技术阻碍效应。另一方面，

较低的文化素质使得老龄人口对节能环保的消费理念践行较差，在能源消费上依然“随波逐流”，对于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的

接受度较低，因此实证回归结果表现出人口老龄化增加碳排放的效果，假说 1不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会减少碳排放，假说 2成立。 

在包含全局效应设定的动态空间 SDM 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并未直接捕获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全部影响，因而并非

代表其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因此，在动态空间 SDM 模型下对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偏微分分解，得到各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人口老龄化的直接效应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增加本地碳排放，

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表明产业结

构升级会抑制本地碳排放，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控制变量看，人均 GDP 提高会增加本地碳排放，减少邻近地区碳排放，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会吸引邻

近地区人口和企业集聚于本地，从而增加了本地碳排放，减少了邻近地区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本地碳排放不存在显

著影响，但会减少邻近地区碳排放，这可能是因为本地外商投资所产生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短期内不会减

少碳排放，但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吸引邻近地区的相关生产要素向本地靠拢，从而降低了邻近地区的生产活跃度，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邻近地区碳排放。能源消耗的增加会促进本地碳排放，但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

的提高可以减少本地碳排放，但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本地人口素质的提高促成了居民低碳环保行为习惯

的养成，但人力资本的区域流动性和生态文明溢出效应较小，故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减少

本地碳排放，但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公共物品规模效益，同时集中供暖

和垃圾集中处理也相应减少了碳排放，从而减少了本地碳排放，但城镇化的区域固有属性和辐射效应较弱，使其对邻近地区碳

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之间在全域空间上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局域空间有可能表现出与

全域空间相异甚至完全相悖的非典型情况。因此，本部分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进行分析。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样本分区域后，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产生了差异。

在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碳排放均无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减少本地碳

排放，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会增加邻近地区碳排放。在西部地区，人口老龄

化增加了本地碳排放，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排放均没有显著影响。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本

地和邻近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上述区域异质性的可能原因如下：东部地区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缓解了当地的人口老龄化，因

而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已达到较高水平，碳排放更多的来自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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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受到东部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流失较多，老龄化程度

加深，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对能源的依赖度降低，因而显著减少了碳排放。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依然较低，还不能显

著减少本地碳排放，但因其居中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受到东部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中部地区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产业

为获得更多技术和资本支持会迁移至东部地区，从而增加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另一方面，相比西部和中部地区拥有较高的产

业和技术水平，但受到环境规制约束，中部地区一些高消耗和高排放的产业会迁移至西部地区，从而增加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

因此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一系列阻碍效应，增加本地碳排放；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相比中部地区更低，对本地碳排放不具有显著影响。同

时，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空间相关性较弱，因此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上述所得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空间矩阵。用经济地理矩阵和运输距离矩阵替换地理距离

矩阵。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借鉴汪伟等（2015）的研究，用老年人口抚养比（OLD2）重新衡量人口老龄化；借鉴汤婧和于

立新（2012）构建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标（INS2）重新度量产业结构升级。 

五、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检验 

由前文机理分析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因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存在性： 

 

其中，C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C）和城镇化率（URBAN），其

余变量均与前文变量一致，不再赘述。检验步骤为：首先，检验α1的显著性，若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其次，检验β1、

γ1和 γ2的显著性，若 β1和 γ1都显著，γ2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 β1、γ1和 γ2都显著，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 β1和 γ1中有任何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反之，则不存在中介效

应。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前文的模型（3）对应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7），回归结果沿

用列（3）所示结果。 

在列（1）中，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α1）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列（2）中，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系数（β1）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列（3）中，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γ1）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γ2）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说 3 成立。综上，可得如下启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来影响碳排放，如果人

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倒逼效应”则会减少碳排放，反之，如果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效应”则会增

加碳排放。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发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效应”是释放人口老龄化“碳减排效

应”的关键。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 STIRPAT模型，利用 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 SDM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对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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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从全局效应看，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碳排放，产业结构升级会减少碳排放。二是从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看，人口老龄化会促进本地碳排放，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本地碳排放，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

著。三是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排放均不存在显著影响；中部

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可以减少本地碳排放，但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会增加邻近

地区碳排放。四是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证实，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得到以下启示：为更好地发挥出人口老龄化的“碳减排效应”，政府需提高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

升级的速度和水平，以此助力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总而言之，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减少碳排放的根本举措。在人口

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政府首先要推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倒逼效应”，如积极发展“银发产业”，推动产业之

间的结构升级。其次，我国老龄人口目前存在着文化素质不高、积蓄较少、人力资本投资意识较弱等问题，这也阻碍了人口老

龄化“碳减排效应”的实现，因此我国还应注重提高老龄人口文化素质和可支配收入。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存在着区域差异性，对区域碳排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此我国要根据区域差异性，制定差异化政策和减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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